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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制”，主张令民有“恒产”，取于民“有制”，反对“大桀、小桀”式的横征暴敛，也反对不顾国家利益
的“大貉、小貉”式的税收，如此之类，拿到战国各国实行授田制和对编户小农实行租赋合一的剝削制
度的背景下，便能得到很好的理解，而将这些主张与所谓“地主制封建”形态挂上钩来，恐怕就困难得
多。
以上论述，均出于我个人的思考，不周之处必然很多，请学者不吝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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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研究思想与制度的相关性：以汉代儒学与制度为例
李 若 晖
熊十力言：“汉以后二千余年之局，实自汉人开之。凡论社会、政治，与文化及学术者，皆不可不着
重汉代也。”（熊十力：《读经示要》，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３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版，第７６７页）与其他时期的承袭制度不同，整个汉代都处在思想家对于“汉承秦制”的批评与改造中。
汉代思想与制度的相关性远高于其他时期。深入研究汉代思想与制度的相关性，一是有助于深刻认
识汉至清这一中国历史的主要时段中，中国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基底；二是对中国历史上思想与制
度的关系模式得以提纲挈领；三是可以从制度进而从践行层面重估古代思想，尤其政治思想的合理性
与可操作性；四是在政治制度定型之后归于湮灭的汉儒超政治性思想在传统王朝制度崩溃之后，才有
可能获得新生；五是对于当代儒学的发展，尤其是对儒学制度之创设研究，有着重大借鉴意义。
对于汉代思想史的现代学术研究，其基本格局奠定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冯氏将整个中国哲
学史分为先秦至汉初的子学时期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经学时期。这显然是在比拟西方的古希腊
哲学与中世纪神学之分期。这一分期突显了汉代在中国思想史尤其是统治意识形态建立史上的地
位，但过于宏大且立场鲜明的框架也扭曲了汉代思想的真实面貌。
对于汉制的研究，以往学者多注目于法律的儒家化，而忽视了西汉儒者以礼更法的努力。正如甘
怀真所言：“儒学礼学起源于周贵族之教养，即所谓‘六艺’之一。虽然在先秦时期，儒者对于礼已有深
刻的哲学反省，但先秦礼学的内容仍主要集中在统治者的身体仪态，并配合宫室、车马、衣服，所显现
出的统治者的形象，所谓‘可畏’的效果，此亦即‘威仪观’。先秦儒家礼学即使包含许多深刻的哲学省
思，但缺乏系统性的政治制度的理论。另一方面也一直没有成文并化为礼经。从先秦传下来的礼书，
多半是像《士礼》一类的仪式书，或像《曲礼》一类的贵族生活礼仪教材。汉初以来擅长礼的儒者也是
指精通‘礼容’者，或如汉文帝时的礼官大夫徐生‘善为容’。然而，汉初以来的儒者为了顺应新的统一
国家的局势，更为求得对于政治的发言权与主导力，必须提出儒家的国家制度学说。”（甘怀真：《皇权、
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３页）先秦原始儒学
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而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
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并欲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
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今古文礼学的实质性区别不在经书本身，也不是儒生争名夺
利，而是以何种天子礼奠定国家之政体。其要即在于天子是否超绝于万民之上。在今文儒生真正构
建经国大典时，却只能局促于亲亲之爱，无法跨过亲亲与尊尊之间的断崖，义而能断，构建足以为经国
大典之天子礼。于是古文经学乘隙而起，由攻驳今文经学之天子礼入手，提出并逐步完善自身的天子
礼，最终建构天子礼为超绝之礼。在经书文本方面，今文礼学坚持《仪礼》十七篇就是传自孔子的完整
文本，古文礼学则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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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
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穀梁》，推崇
《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
《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
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
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同时西晋王朝以《周礼》
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瞿同祖以晋《泰始律》“准五服以制
罪”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标志。实则以秦汉律令体制之绝对尊卑植入五服，将先秦儒学基于相互
性伦理构成的五服扭曲为单向性的尊卑体系，并由此入手得以深入儒学内部，改造儒学伦常及儒学思
想体系。由此可见，所谓“法律儒家化”，其实质并非儒家改变了律令体制，而是律令体制彻底改造了
儒家。这实质上是向秦制靠拢的过程，背弃了汉儒过秦的初衷。汉代儒学未能建构经国大典，以致儒
学之政教分离与君臣异术。由此造成孝亲受到制度窒碍，不能推为仁民。于是儒学世家以对上之柔
顺为修养，形成顺从君父即是行仁义于天下的观念。父母为个体人所必须，君则为类之人所必须。但
二者对于“自事其心者”却是外在的权威。于是玄学放旷之士只能以同于禽兽的忘“人”来达致从内向
外的“诚之”。这实际上是以放弃人之德性的方式来反抗权威。总括汉晋儒学世家之德性与政事，可
有三种类型：寒族因其受服从训练较少，多有健行之德，才有可能成为区域性的独立政治力量，从而得
以伸展其仁爱之翼。世族所受今文经学士礼亲亲之爱的熏陶与局限，无力超越甚至斩断亲情谋创大
业。由阴谋术带来的决断力，表现为较少受到其他因素羁绊，因此阴谋术也是一种纯粹暴力。曾被推
许为大儒的王莽与儒学世家司马氏以皇权建构儒学经国大典，其所娴熟的阴谋术却无力真实运行之。
王莽与司马氏无其德而行其事，卒乱天下。
由今观之，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对于汉代思想与制度相关性的研究：一是全面探讨汉代儒学与制
度的相关性，形成整体概观；二是提炼儒学与制度的互动模式；三是廓清儒学、制度与汉代伦理道德、
社会结构的互相影响。
由于盲目嵌套西方学术框架，以往对于汉代儒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哲学思想领域，就哲学思想而研
究哲学思想。但是至少在汉代，儒学并非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想。在汉代，儒学是一股重要的政治思
潮，儒生是一派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深刻地影响了汉代现实政治，也对汉代大一统王朝的政治制度，
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王朝时期政治制度的奠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我们必须跳出哲学思想来看儒
学。我们所应当最终注目者，并非自限于儒学对于具体制度形成之作用，例如阎步克对于儒学与察举
制关系之研究，而是从哲学角度，将儒学制度视为儒学的外在展开，将儒学的制度化视为儒学的普遍
化，通过这一儒学的普遍化进程，探讨儒学道德形而上学的普世性，将政治制度视为哲学思想在现实
世界中的展开与实现，通过研究汉儒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探讨儒学道德形而上学是否能够普遍
化，以及汉代儒生的践行能力。
《史记·儒林列传》之诸儒传记，开首为公孙弘、申公、辕固三人。公孙弘为儒生而适应现有制度，
得以封侯拜相，此辕固所谓“曲学阿世”者。申公为武帝所召，乃言“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拒绝为天子献策，是则以学术疏离于权力。于辕固传中则载其三事：一为在景帝前与黄生争论汤武革
命；二为对窦太后问以老子书为家人言；三为责公孙弘“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此三事大有深
意。其一为国家批判，尤其以君主批判为核心，由正君而正国。其言“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
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史记·
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１２２～３１２３页）发扬孟子民本之义，为汉代儒学奠立根基。
其二为社会批判，反对清静无为的安于现状，要求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其三为儒者批判，或曰士人批
判，即将国家、社会的批判寄托与儒者士人，因此儒者士人必正学以言，无曲学阿世，才能实现对于国
家、社会的批判，使天下复归于三代之盛。毫无疑问，汉儒在公孙弘的随顺权力与申公的疏离权力两
极之间，最终走上了辕固以儒学批判权力，改造国家与社会，努力实现至德盛世的道路。于是，在总体
框架上，可以以汉代儒学制度为中轴，以三个同心圆来构成汉代儒学史的整体图景。其内圈为儒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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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形成与兴起，以及儒生群体对于汉代政治史的影响。这一影响的成果，便是汉代儒学制度之奠
定，亦即中圈之形成。儒学制度的成熟与扩展，最终冲决了商鞅变法造成的法家式社会结构，使得聚
居性儒学家族大量滋生，构造了儒学式社会结构，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底。从儒学道德形而
上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儒学生活方式的普遍化进程。
对于汉代儒学与制度相关性研究的重点在于从纷繁复杂的史实中清理出思想的体系性，尤其是
从儒学制度化的角度，为汉代制度史进行分期，厘清每一时期儒学制度化的程度，以及制度背后的儒
学基底。尤其是不同儒学派别，例如经今古文学、今文十四博士等等的歧异。但是又不能陷溺于枝节
性的歧异之中不能自拔，既整体全面，又细致入微，最终达致儒学道德形而上学的高度。
汉代儒学与制度相关性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判断史书记载的历史人物的言行背后所依据的学
术思想。历史人物说话并不全都引经据典，即便引经据典，有时也不过是为了论辩的方便而已，并非
其内心真正信奉的思想。如果我们完全不能判断历史人物言行的学术思想依据，将丧失大量有价值
的史料。但是同时，也要时刻警惕牵强附会，求之过深，尤其是要严格避免为了立论的方便，随意将历
史人物的言行归类。为此，需要进行大量细致深入的考察，这是一项聚沙成塔的细致工作。
对于汉代儒学与制度相关性研究所应该达成的主要目标是，在学术思想理论方面，从儒学道德形
而上学的高度构建儒学制度化的普遍形式，为儒学史、思想史、哲学史、制度史、社会史研究开一新生
面。在学科建设发展方面，打破原来的哲学史、历史学、政治史、社会史等学科壁垒，构建哲学思想、伦
理道德、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一以贯之的学术研究体系。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四
者是四位一体，不可分割的，社会行为的个体性（包含但不限于个人性）即为道德，儒家思想的影响及
于道德哲学与道德范式。政治与道德共同构成了社会性行为，在此中政治与道德的结合则成为德性
政治：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设计的政治哲学导向，正是指向德性之养成。道德和政治亦即德性政治
构成了一定人群的基本行为模式。而对此予以解释，为何必须如此行为，亦即何谓道德的问题，对此
提供论证的是哲学思想。德性政治的可能性，亦即何以能够以此行为模式行事的根基，则是与道德和
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社会形态。于是德性政治实际上包含四个层次：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社
会形态。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对于汉代儒学与制度相关性研究的的基本路径是，以儒学制度化为中轴，以儒生对于制度的改革
和制定为起点，向上考察儒学制度制定的具体过程，向下考察儒学制度对于社会结构及人的行为方式
的影响及改变。尤其关注制度大规模改革和大规模创制时期儒学之影响，新制度的恒定性与持久性，
以及制度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以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政治制度
与伦理道德之间的负相关性和正相关性，以及儒者对此的认识和分析，尤其是因应之道。我们对于此
因应之道的研究，特别是结合此后的儒生改制行动进行研究，可以清楚地分析出汉代儒学的道德形而
上学及其践行能力。
对于汉代儒学与制度相关性的研究方法，一是以文献与史实考据为基础，通过对于基础史料和基
本史实的考据，得其真实，尤其是细节的真实。二是致力于分析重要历史事件，主要是分析制度改革
和创制事件中参与各方的博弈，特别关注各方的思想背景，将历史事件转化为思想事件，探讨思想的
歧异与冲突。三是追寻制度变迁的思想背景和逻辑线索。不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将参与各方的立场化
约为利益之争，而是致力于将制度变迁史还原为哲学思想在现实世界中逻辑的展开与实现。四是以
社会结构为制度变迁的长期化和定型化，探寻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五是以哲学思
想、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四位一体的整体方法，探讨四者的互动和相关性，尤其是随着汉代
儒学的发展深化，四者渐趋一致性和一体化。
通过对汉代儒学思想与政治制度的相关性研究，可知就汉代而言，思想与制度的相关性有三种表
现：一、思想本身的制度化，二、制度受到思想的影响而变化（包含正反向变化），三、制度生成自身的意
识形态。一、二带来制度的变革，三则是制度抗拒变革。三者都会导致思想的变革。从德性政治的角
度看，汉代思想与制度之互动，最终形成哲学思想上儒道互补，伦理道德上忠孝兼修，政治制度上礼律
同遵，社会结构上家国相持的格局，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形成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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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对韦伯社会理论的理解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对人的行动具有决定
作用，于是以韦伯“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这一卷帙浩繁的系列研究为其著作主线；另一派则强调制
约人的行动背后的制度原因才是决定因素，故而认为《经济与社会》这部鸿篇巨制为韦伯著述之核心。
我们则致力于以康有为“义理—制度”二分的格局来承接韦伯研究之二派，并由义理与制度的互动来
透视思想与社会结构的互动，试图在中国研究中整合二歧之韦伯为一个理论整体，进而由中国历史经
验及其研究建构中国理论。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８－１３
作者李若晖，文学博士，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研究民族文化基因应重视核心观念
桓 占 伟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文化基因”成为哲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哲学学
者研究思维模式，强调哲学领域才会涉及文化基因问题；而民族学者和文化人类学者则关注文化的内
在结构，试图在文化结构中探寻人类的文化基因。而究竟什么是民族文化基因？它有什么样的突出
特征？为什么研究民族文化基因要重视核心观念？这些问题还有必要展开进一步讨论。
现代生物遗传学证明，基因（遗传因子）是有遗传效应的片段，是控制生物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
也是表征“生物本性”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民族学者提出，与生物基因相类比，也存在一个可用来表
征人类“文化本性”的基本文化单位———文化基因。文化基因究竟是什么，不同学科的专家认识各异。
毕文波认为，文化基因是内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中，并且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
本理念或基本精神，以及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毕文波：《当代中国新文化
基因若干问题思考提纲》，《南京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第２７页）；王东认为，文化基因是人类
文化系统的遗传密码，核心内容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
心与物这四大主体关系的核心理念（王东：《中华文明的五次辉煌与文化基因中的五大核心理念》，《河
北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５期，第１３４页）；吴秋林认为，文化基因是一种“工具的形式存在”（吴秋林：《文化
基因新论：文化人类学的一种可能表达路径》，《民族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６７页）。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文化基因该如何表述呢？我们先看看马克思的一段论述：“人们自己创造自
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
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
脑。”（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版，第６６９页）马克思所言那些始终纠缠着活人头脑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理应是代代相沿、
对历史与现实有着强大支配作用的核心观念。核心观念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每一位社会成员都
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是文化基因的主要表现形式。
中华民族历史上创造的物质文化，很多都已湮灭无踪；制度文化则随着朝代更迭而变迁；许多思
想文化也失去了思想属性，成为著之于书帛的历史知识。只有精神文化通过核心观念的方式代代相
传，始终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始终对中华文明的演进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从不因王朝的更
替而更替，从不因社会的发展而衰微，从不因时代思潮的变迁而变迁。一言以概之，精神文化不仅不
会随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的瓦解而消亡，反而能够在三者的废墟上重生新的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不管这些新生的文化变换了什么样的形式，核心观念总是发挥着内在支配作
用。核心观念是中华民族原生性、统领性的是非标准和行为准则，它如同一条无形却切实存在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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